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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中後期的大都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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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考察蘇天爵《元文類》的編纂意義，並以此書編列的元

代中後期大都文人官員作品爲研究重點。此時期在大都供職的

主要官員■集和馬祖常與蘇天爵關係密切，《元文類》選入他們

多篇作品，反映蘇天爵對大都文壇的重視。本文從三個角度作

論述：先由外緣的元代政治文化背景窺探蘇天爵的編纂理念；

次由内緣角度論書中作者與作品的編列，分兩層論述，一層見蘇

氏的理想大都文人群體的示範意義，另一層見選詩表現的美刺

傳統用心；最後用比較研究法，以兩本《皇元風雅》的選本意義

比對《元文類》的選編意識，突顯後者本乎風雅的一代文化

意義。

關鍵詞：元文類　 蘇天爵　 ■集　 馬祖常　 南坡之變

元代出版事業興旺，官方委派杭州私人書商刊行的著作最

少有 ３１ 種，西湖書院更存有 ２００ ０００ 個刻板。在蓬勃的出版氛

圍下，元人在資料彙編、詩文合輯、辭典編纂等方面均累有創

獲〔１〕。蘇天爵 （字伯修，１２９４—１３５２）編纂的《元文類》（釐爲 ７０

卷，又稱《國朝文類》）就是一個重要詩文選本〔２〕。此書得到朝



廷資助，於元順帝至正二年（１３４２）在西湖書院刊行〔３〕。近代學

者多從史學角度肯定蘇天爵的文章整理工夫和《元文類》在史

料學上的價值〔４〕，傅海波（Ｈｅｒｂｅｒｔ Ｆｒａｎｋｅ）則從文學角度審視

之：“在異族統治下，當中國知識分子還在掙扎求存自我，（《元

文類》這樣）一部重要的資料結集乃是傳統儒家文學觀念的倖

存物。”〔５〕可見知識分子在異族統治下難以一展抱負，雖然仁宗

延祐二年（１３１５）科舉重開，但是朝廷官員的任命以蒙古貴族和

色目人爲主，漢人南人爲副，而後二者的入仕途徑狹窄。■集

（１２７２—１３４８）《蘇志道墓碑銘》指出元廷以干戈平海内，尚“武

力有功之臣”；其次就是吏員，因爲“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

刑賞伐閲，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６〕。相對於

此，講究治國理念的知識分子在元廷難以一展所長〔７〕。延祐至

至順，帝位紛爭和蒙古貴族的角力帶來不少問題，蘇天爵作爲漢

人官員，任監察御史，上疏四十五篇，彈劾朝中大臣〔８〕；又藉《元

文類》的編纂和出版反映元代典章文物之粲然大備。陳旅

（１２８８—１３４３）《國朝文類·序》（寫於元順帝元統二年，１３３４）指

出，蘇天爵從延祐元年（１３１４）起，“蒐摭國初至今名人所作”，

“皆類而聚之”；譽爲“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修

平日之用心矣”〔９〕。《元文類》的編纂體現了蘇天爵承傳“斯

文”的決心。這裏值得探討的是，知識分子如何在元代中後期

的紛亂政局下仍然堅守一己之理想，《元文類》的入選篇章正好

爲此提供了綫索。

本文把《元文類》的編纂放在元代中後期的政治和文化環

境中考察，並以此書編列的大都（今北京）文人官員作品爲研究

重點。延祐至至順是爲人稱頌的治世，大都又是全國中心，此時

期在大都供職的著名文人官員■集和馬祖常（１２７９—１３３８）與

蘇天爵關係密切〔１０〕，《元文類》編入他們多篇作品，反映蘇氏對

延祐至順間大都文壇的重視，其著重呈現大都文人的兩難：既

要在蒙元治下推廣儒家理念，惜又未能一展抱負。本文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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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天爵編纂當代作品的原因，再循元代中後期政局與《元文類》

的編目入手，分析編者如何藉入選作品指出大都文人恪守美刺

並重的詩學傳統。至於以《元文類》的詩選部分對讀兩部元詩

選集《皇元風雅》〔１１〕，是爲了指出大都文人選詩在中後期文壇

上的示範意義，及蘇氏爲延續漢文化所作的貢獻。

一、 從元代的政治文化背景看蘇天爵
《元文類》的編纂理念

　 　 蘇天爵從延祐元年起搜集當代作品，前後共二十年始成

《元文類》，此書雖然大體以“作者與翰林院士和前輩的聯繫”爲

基礎〔１２〕，但入選篇目還包括元初文人作品，因此，我們還需從整

體上考察《元文類》的編纂理念。本節分三層論述，從律典變

更、漢文化的延續及科舉制度探討蘇天爵《元文類》的編纂理

念。蘇氏著重入選文章的批判精神，期以彌補元代律典制度的

流弊，他又以金末元初文人爲理想楷模，作爲其延續漢文化的思

想淵源，而他標舉的“雅製”理念又與元代科舉的取録標準相

關，通過這三方面的討論，蘇氏的編纂用心便可得見。

陳旅《元文類·序》明確指出蘇氏所取文章的原則：“必其

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

之足以輔翼史氏。”〔１３〕“政治、世教、補史”可視爲一個整體，强

調文章的社會功能；“雅製”指入選作品在藝術表現方面要合乎

“雅”。先論文章的社會功能。雖然蘇天爵得到官方資助出版

《元文類》，但是其編纂並没有受到干預，他以“政治、世教、補

史”爲重，藉篇章寓褒貶以收警世之效。這裏試從金元律典制

定的情況説去。至元九年（１２７２）忽必烈廢除金代的《太和律》，

終元一代没有頒行適用於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的法律條文和

典籍〔１４〕。元代官員審理案件時，一般以條格和斷例爲判刑根

據；爲人詬病者在於中央和地方政府處理同類案件時卻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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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刑考量〔１５〕。元丞相拜住（１２９８—１３２３）倡議設立律典制度，

以統一全國的判刑依據，經過討論和整理，英宗才於至治元年

（１３２１）頒佈《大元通制》（包括皇令、條格、斷例）〔１６〕。判刑依據

已備妥，但一套完整的法律條文仍缺；由於《大元通制》難起阻

嚇作用，元人另辟新徑，保存和介紹《春秋》一書，期以警醒世

人。他們認爲干犯罪行者或能避過法律制裁，但若然其罪行被

寫入史書，就逃不過後人指責。藍德彰 （Ｊｏｈｎ Ｄ． Ｌａｎｇｌｏｉｓ）指出

《春秋》爲當政者提供了古代不同的政治案例和規範準則，官員

可據此判别政治形勢。有元一代，《春秋》約有 １２７ 種注本，蘇

氏老師吳澄（１２４９—１３３３）便著有《春秋纂言》〔１７〕。蘇天爵也非

常注重《春秋》之學，他在《御史中丞魏忠肅公文集序》讚揚魏順

聖之學“本諸《春秋》”，而《春秋》具“褒善貶惡”之精神，故譽魏

乃“天下之心也”〔１８〕。

從《元文類》編列的忠臣碑文和皇帝即位詔書，可見蘇天爵

繼承了《春秋》的批判精神。這些深具寓意的篇章，以大都官員

的作品爲主，包括元明善（１２６９—１３２２）《丞相東平忠憲王

碑》〔１９〕、■集《平章政事張公墓誌銘》〔２０〕、袁桷（１２６６—１３２７）

《丞相拜住贈謚制》〔２１〕、■集《即位改元詔》等〔２２〕。把這些篇章

放在中後期帝位紛爭的背景下細讀，便會得見蘇天爵在編纂中

寄寓批判時政的春秋精神。這些篇章的詮釋更可聯繫《元文

類》的詩選，有助於我們分析大都文人官員在面對政局變化時

所受的心理壓力。

蘇天爵肩負著延續漢文化的責任，此自覺意識體現在《元

文類》的編纂中，其使命感承自其老師安熙（１２６９—１３１１）。蘇

氏《默庵先生安君行狀》謂北宋靖康之難後，“中原文獻悉輦而

南”；在北方，士大夫則承傳斯文之任，蘇天爵譽安熙“俾吾道不

絶如綫”〔２３〕。蘇氏既問學於安熙，又搜集和整理前代古文遺事，

因而也進入了這個傳統中。從《元文類》編入金代元好問

（１１９０—１２５７）的作品可見蘇氏之用心。《元文類》卷一至八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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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選部分，選元好問詩八首，爲金代作家之最，而其《上耶律中

書書》被選入卷三十七，反映蘇氏視元好問爲異代知音。《上耶

律中書書》説：“獨有一事，繫於斯文甚重。”〔２４〕有識之士要拯救

文人於亂世，因爲他們是“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的代表。《上耶

律中書書》强調漢唐以來，國家培養人才，必藉學校教育、父兄

淵源、師友講習，使“士之有立於世”〔２５〕。惜自喪亂以來，此三

種形式俱瓦解。元好問認爲聚養“可以立言，可以立節”的知識

分子，“不能泯泯默默，以與同草木同腐”。爲保存漢文化，他編

纂《金源君臣言行録》和《中州集》。前者乃君臣論國要言，後者

以文學彙編承傳知識分子（包括漢人和女真）的漢文化傳

統〔２６〕。就《元文類》選録《上耶律中書書》而言，元好問在異族

統治下爲延續漢文化所作的貢獻備受尊崇。這便説明了爲什麽

在元代“中原前輩，凋謝殆盡”之時，蘇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

寄”，期望時人可以從文獻（典籍與賢人）傳統裏獲得啓發〔２７〕。

《元文類》除了强調入選作品的社會功能外，還標舉其作爲

“雅製”的藝術價值。此觀念與元代中後期的文化制度有關。

皇慶二年（１３１３）十月，仁宗下旨頒佈科舉考試“經問”部分的標

準，黜“浮華過實”而取“義理精明，文辭典雅”的文章〔２８〕。延祐

二年（１３１５）科舉重開，當時的禮部尚書馬祖常强調“崇雅黜

浮”，“雅”成爲評核“古賦”的標準〔２９〕。延祐四年（１３１７），蘇爲

國子生，撰《碣石賦》應試。試後禮部尚書潘景良，集賢直學士

李源道列蘇天爵第二，首名賜予“文氣疏宕，才俊可喜”的鞏弘。

時任御史監的馬祖常認爲蘇氏之文“雅馴美麗”、“考究詳實”；

鞏的行文風格雖予人閲讀上的快感，然内容缺乏深思，可以推想

其人最終“流於不學”。馬力排衆議，擢蘇爲首名〔３０〕。準此，

“雅製”可理解爲措辭典雅的作品。《元文類》卷三編入■集《滋

溪書堂爲蘇伯修賦》，稱許蘇氏：“積學抱沉默，時至有攸行。抽

簡魯史存，采詩商頌并。”〔３１〕積學以培養沉靜柔順的性情，以

《春秋》（魯史）的批判精神爲寫作根本，繼承《詩經·商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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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雅文辭和風格。■詩指出蘇氏重美刺兼備的文學傳統。四庫

館臣謂：“天爵乃詞華淹雅，根柢深厚，蔚然稱元代作者……蓋

其文章原本由沈潛典籍、研究掌故而來。”〔３２〕從歷史及文學傳統

中積累學問、培養德性，寫作自然詳實有據。蘇天爵的文學見解

是以儒家文學觀念爲本〔３３〕。

在元代中後期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中細讀《元文類》，可知蘇

天爵在編纂中寄寓春秋的褒貶精神，並以承傳斯文的積極態度

搜集元代作品，又以文辭典雅、内容詳實爲尚。以下部分將從編

目入手，分析蘇氏的編纂與元代中後期大都文壇的關係。

二、 《元文類》編録的大都文人及其作品

本節由内緣角度論書中作者與作品的編列，分兩層論述，一

層見蘇氏的理想大都文人群體的示範意義，另一層見選詩表現

的美刺傳統用心，藉以揭示此群體與元代中後期大都文壇的

關係。

　 　 （一）理想的大都文人群體

《元文類》卷一至八有 ３８７ 首作品，其中劉因（１２４９—１２９３）

詩 ５３ 首，爲全集之最，次爲趙孟頫（１２５４—１３２２）的 ４２ 首，再次

爲■集（３４ 首）和馬祖常（３１ 首）。劉、趙皆爲元初重要文人，

■、馬二人乃延祐至順間最爲時人敬重的文人官員。蘇氏《元

故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袁文

清公墓誌銘》有言：

（袁桷）公爲文辭，奥雅奇嚴，日與■公集、馬公祖常、

王公士熙作爲古文，論議迭相師友，間爲謌詩倡酬，遂以文

章名海内。士咸以爲師法，文體爲之一變。〔３４〕

《書吳子高詩稿後》則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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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以來，則有蜀郡■公、浚儀馬公以雅正之音鳴於

時，士皆轉相效慕，而文章之習今獨爲盛焉。〔３５〕

指出袁、■、馬與其他大都文人砥礪切磋，後學從而爲師，形成文

人群體。上引兩篇都收録在蘇天爵的《滋溪文稿》中。將《滋溪

文稿》與《元文類》的入選篇章互爲參照，得見理想大都文人群

體的意涵所在：喜酬唱和討論切磋，以師友淵源體現和諧的大

都文人文化，並以中後期文人■集和馬祖常等爲重心。這裏以

■集爲例。延祐元年（１３１４），國子學生蘇天爵始問學於太常博

士■集。泰定元年（１３２４），天爵出任翰林國史院典籍官，■集

仍任教國子學〔３６〕。自此，天爵與■集有較多相會機會。泰定二

年（１３２５），朝廷於長春宫舉行黄籙普天大醮，天爵協助■集制

定青詞。當■集於天曆二年（１３２９）任奎章閣侍書學士兼翰林

直學士之時，蘇天爵也升任爲奎章閣授經郎〔３７〕。由此可見，理

想大都文人群體以師友淵源的關係爲基礎。

在師友淵源的基礎上，蘇氏藉大都文人撰寫的序指出文人

怎樣可以獲得時賢的認可。卷三十五引■集《送冷敬先序》謂

“大德（１２９７—１３０７）中，集始來京師，江左耆舊名家、故國衣冠

之裔，同仕於朝者”包括袁桷。十餘年後，只有袁桷與■尚在朝

廷，“最後至者，得冷君敬先”。隱然有大都文人前後相承之意。

■譽冷敬先之“温温儒雅，有退讓之風，非朝夕之積者矣”，故大

都文人“愛而勉之者，皆爲詩以爲贈”〔３８〕。蘇氏極爲推許儒雅

之風，卷三十六編入馬祖常《卧雪齋文集序》謂文人及其創作如

能表現中正平和之情，“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

學”，其人其文便能得到時賢賞識〔３９〕。中後期文人以贈序方式

把各人的“關係”網絡聯結起來，蘇天爵把這些序文編纂在《元

文類》裏，進一步强調儒雅之風、中正平和的傳統觀念乃是理想

大都文人群體體現的文化價值。

再者，大都文人的社會定位和創作都是以傳承“斯文”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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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蘇氏於卷三十九引吳澄《書貢仲章文稿後》可説明此點。吳

謂貢奎（１２６９—１３２９）乃“江南之英”，貢晉身官場後，與當時有

名的中後期大都文人官員鄧文原（１２５８—１３２８）和袁桷（１２６６—

１３２７）“俱掌撰述於朝”，並砥礪切磋，吳因而對貢奎與大都文人

群體有所期許〔４０〕。朝廷的公文撰作，有既定格套，文人“掌撰

述”，就必定要掌握固有的寫作傳統，這也是體現文化秩序的一

環。吳稱譽貢，謂其與時賢鄧、袁“俱掌撰述”，即是説，貢在朝

中建立的形象是恪守漢文化傳統的文人。這是對他作爲大都文

人群體一員的肯定。吳既而論及貢詩：“温然粹然，得典雅之

體，視求工好奇，而卒不工不善者，相去萬萬也。”内容温柔敦

厚、體式典雅，符合蘇天爵所謂“雅製”的詩歌範式。《元文類》

選貢詩兩首，《讀伯庸學士止酒詩》謂“風雅久已衰，作者微君

誰”，推許馬祖常《止酒》上接風雅，“嗟我重景仰，老大將何爲”，

藉以明己之憂慮與抱負〔４１〕；貢奎《司業李公哀輓元禮》中的李

元禮曾於元貞元年（１２９５）任監察御史，上疏奏明五臺山建佛寺

一事勞民傷財，後獲罪〔４２〕；貢大爲欣賞李氏既有頌聖文章，又有

監察議政之文，有詩譽爲“文章清廟藏琛玉，勳業烏臺鎮羽翰”，

歎李氏之死乃“百年耆舊彫零盡，展卷哀辭忍淚看”〔４３〕。從貢

奎之例子可見，承傳漢文化傳統的“政治、世教、補史”的“雅製”

是中後期大都文人關注的重點。

大都文人群體以師友淵源的方式承傳共同的漢文化傳統，

並體現在其“雅製”作品中，蘇天爵把此精萃部分編入《元文

類》，便傳承了“斯文”。下面從理想大都文人群體的角度看《元

文類》收録的詔書，考察其内容如何突顯元代中後期政局的困

境，並進而分析詩選部分，期以揭示蘇天爵如何結合詔書與詩歌

以寓美刺。

　 　 （二）卷九“詔赦”的編排與“晉邸”一詞的運用

就《元文類》三十三個分目而言，“詔赦”（卷九）〔４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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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卷十）、“制”（卷十一、十二）、“奏議”（卷十三至十五）、

“表”（卷十六、十七）、“牋”、“箴”、“銘”（卷十七）、“頌”、“贊”

（卷十八），各種朝廷公文都具“補史”之用，而以卷九“詔赦”最

能反映元代中後期政局的嬗變。大都文人群體的代表人物■集

所撰寫的詔書，曲折反映朝廷對至治三年（１３２３）發生的南坡之

變（暗殺英宗的計劃）的評價；沿此編纂策略對讀詩選部分，得

見蘇氏之用心：既側寫南坡之變，又寄託漢人官員在異族統治

下的矛盾心情。

一般來説，詔書是用來告示百官有關日常行政事務的文書，

體現了皇權的絶對意義，皇帝先以口頭或文書方式下達命令，由

輔政部門草擬公文，再由皇帝核准内容後分發各部門執行〔４５〕。

《元文類》卷九共二十六篇作品，其中與元代中後期政局相關的

有以下數篇：

仁宗至大四年（１３１１）三月即位　 姚燧《即位詔》

仁宗皇慶二年（１３１３）十一月擬

　 重開科舉詔

程鉅夫《行科舉詔》

英宗延祐七年（１３２０）三月即位 張士觀《即位詔》

英宗至治（１３２１）改元 元明善《至治改元詔》

英宗至治二年（１３２２）十二月 袁桷《命拜住爲右丞相詔》

泰定帝泰定元年（１３２４） 曹元用《諭安南國詔》

文宗天曆元年（１３２８）九月即位 ■集《即位改元詔》

文宗天曆二年（１３２９）八月

　 第二次即位

■集《即位詔》

文宗至順三年（１３３２）八月殁，

　 寧宗繼位

■集《即位詔》

就元代中後期四位主要執政者（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的繼

位次序而言，只有泰定帝（１３２４—１３２８ 在位）時期的即位詔書被

略去。頗堪玩味的是，蘇氏强調文章的政教與補史功能，《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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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編纂缺少一朝皇帝即位公文説不過去〔４６〕。這反映了一個

情況：泰定帝繼位的合法性受到時人質疑，與他曾參與暗殺英

宗的計劃有關。以下先概述南坡之變的背景，再從■集的三篇

即位詔書去看，説明中後期的混亂政局與朝廷對南坡之變的評

價，這裏體現蘇氏對於大都文人群體及其風尚的道德價值的判

斷與引導。

元代中後期的混亂政局源自蒙古派系的爭鬥，皇太后答己

及其黨羽鐵木迭兒殊專擅〔４７〕。馬祖常曾上書彈劾鐵木迭兒任

意升黜官員〔４８〕。仁宗延祐六年（１３１９），約四十位御史聯合上

書揭露鐵木迭兒之惡行。鐵木迭兒藉答己的包疪避過彈劾，那

些御史卻被流放或被逼告老歸田。爲了抗衡答己一派的勢力，

英宗於延祐七年（１３２０）任命拜住（１２９８—１３２３）爲左丞。在擔

任太常禮儀院使期間，拜住與■集和吳澄（１２４９—１３３３）建立了

良好穩固的情誼〔４９〕。英宗和拜住聯手保護朝中儒臣免受答己

派系的欺凌〔５０〕。鐵木迭兒和答己先後於至治二年（１３２２）十月

去世，拜住於同年十二月被任命爲右丞後〔５１〕，他在集賢院和翰

林院起用漢人以行儒法，包括王約（生卒年不詳）、吳澄、吳元珪

（１２５１—１３２３）、張珪（１２６４—１３２８）、王結（１２７５—１３３６）、宋本

（１２８１—１３３４）〔５２〕。在儒臣輔助下，英宗和拜住實行改革，減少

皇太后和皇后的隨從數目，以免助長派系鬥爭，繼而鼓勵御史揭

露瀆職的官員〔５３〕。後來，鐵木迭兒的石碑被毁，以示朝廷絶不

包疪叛變者，而其舊有部屬則被逐〔５４〕。然而，鐵木迭兒的支持

者鐵失（生卒年不詳）仍安然無恙，因爲他是英宗皇后速哥八剌

的兄長。鐵失爲求自保，與也先帖木兒（生卒年不詳）謀害英

宗。英宗新政令蒙古貴族的五位宗王收入鋭減，尊貴地位被動

摇，他們因之而參與計劃〔５５〕。

至治三年（１３２３）八月初四日，英宗和拜住自上都回大都，

在南坡驛稍作停留。當晚，鐵失與阿速衛兵突襲，英宗和拜住被

殺，史稱南坡之變〔５６〕。鐵失等人立即赴大都，控制朝中大臣，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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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皇印，擁立身在蒙古的晉王也孫鐵木耳（泰定帝）爲王〔５７〕。

鐵失和叛變者在大都命令集賢院和翰林院官員隨扈上都。文人

官員曹元用（１２６８—１３３０）認爲晉王突然被擁立乃不尋常之舉，

故寧死不從〔５８〕。晉王即位爲泰定帝後，朝中重臣擔心新政府不

再以儒治國，許有壬（１２８７—１３６４）和趙成慶（１２８４—？）上書彈

劾瀆職的鐵失等人〔５９〕。鐵失最後被泰定帝處死，五位宗王被流

放〔６０〕。據蕭啓慶研究，晉王極有可能參與了謀害計劃，其王府

内史倒剌沙在南坡之變事發前兩天告知晉王將有叛變，這説明

至少他是知情者，默許了刺殺行動〔６１〕。

把《元文類》卷九的詔書放在元代中後期的政治背景下閲

讀，我們發現蘇天爵藉大都文人官員的詔書，質疑泰定帝繼位的

合法性。以下就■集的三篇詔書討論此情況。

泰定帝死後，文宗於天曆元年（１３２８）九月即位，■集《即位

改元詔》即撰於此時。詔書首先肯定元世祖統一海内，確立制

度的功績，接著指出：

宗親各授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

所共守者也。世祖皇帝之後，成宗皇帝、武宗皇帝、仁宗

皇帝、英宗皇帝，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

遵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帖失、

也先帖木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皇不幸罹於

大故。〔６２〕

“晉邸”即泰定帝，泰定帝的父親甘麻剌乃是真金（裕宗）之長

子，１２９４ 年，甘麻剌極有可能問鼎可汗之位；而泰定帝在 １３０２

年襲封晉王，在漠北地區擁有强大的勢力。■集的詔書指出一

個重點：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才是合法的統治者。成宗是真

金的第三子，武宗乃真金第二子答剌麻八剌的兒子，而仁宗和英

宗同屬於答剌麻八剌一脈。元代中後期的混亂政局源自甘麻剌

與答剌麻八剌兩系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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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麻剌一系： 泰定帝→

答剌麻八剌一系： 武宗→仁宗→英宗→ 文宗

答剌麻八剌一系掌握大權，而甘麻剌一系只有泰定帝在群臣的

幫助下通過南坡之變而登上帝位。■集在文宗的即位詔中刻意

使用“晉邸”來否定泰定帝的正當性，應該是得到文宗一朝的允

許。這不可能是■集個人的決定，而是背後兩個集團的爭鬥。

因此，文宗於 １３２８ 年即位時更需要在詔書裏嚴辭譴責“晉邸”

與賊臣。文宗此次即位，同時宣佈只要其兄長和世■從中亞回

國後即讓出帝位。１３２９ 年和世■即位爲明宗，在位僅七個月便

去世，文宗於同年八月十五日再次即位。文宗任命■集另撰

《即位詔》。此詔書與上述一篇類同：

晉邸違盟構逆，據有神器，天示譴告，竟隕厥身。於是

宗戚舊臣，協謀以舉義，正名以討罪。〔６３〕

同樣以“晉邸”代泰定帝之名，並書寫其罪行。至順三年（１３３２）

八月文宗殁，其生前欽點和世■之子寧宗（年僅 ６ 歲）繼位，■

集奉命撰寫另一篇《即位詔》。詔書完全不提“晉邸”或泰定帝，

直接指出答剌麻八剌一系的統治者：仁宗、英宗、文宗、明宗、文

宗（第二次繼位）、寧宗〔６４〕。這裏可以發現蘇天爵的文選確有

著更深層的寓意。第一，這三篇即位詔説明《元文類》於順帝至

正二年（１３４２）在西湖書院出版之際，文宗朝全盤否定甘麻剌一

系的政治環境。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大都文人官員在元廷

的工作只是執行文書職務而已。以■集爲例。上述■集的三篇

詔書都是在文宗朝前後撰寫。文宗一向寵信■集，任命他爲奎

章閣侍書學士，重要公文咸出公手〔６５〕。■集又曾爲文宗撰寫另

一篇詔書（已佚），詆毁明宗之長子妥懽貼睦爾（後來的順帝）的

野心，文宗並宣佈以明宗之次子懿璘質班（寧宗）爲他的繼任

人〔６６〕。寧宗在位僅兩月便辭世，順帝於 １３３３ 年繼位。由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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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與順帝爭權，■集作爲文人官員無可避免地捲入紛爭之中。

■集撰寫的公文（包括上述三篇即位詔）是他作爲文人官員必

須完成的工作，他根本没有選擇的餘地。當文宗與寧宗相繼去

世，■集知道此時已不可能再待在朝中，故他在順帝繼位時退隱

江西〔６７〕。這説明了爲什麽■集常在詩中表現“時行不違矩”的

處世之道〔６８〕。《元文類》卷五十三收録■集《平章政事張公墓

誌銘》，張公乃平章政事張珪。是篇也收録在■集親自審訂的

《道園學古録》（１３４１ 年刊行）中。相較兩個版本，其中一段描

寫“密書”内容（約 ３９０ 字）只見於《元文類》〔６９〕。“密書”觸及

南坡之變、鐵失夜扣國門奪符印、張珪與魏王商略是否應以密書

恭迎晉邸爲王等重要情節。結合上述三篇即位詔的“晉邸”來

看，蘇天爵是以補史之原則將“密書”一段全文收録，體現選本

的批判意識。■集於 １３４０ 年與門生一起審訂《道園學古録》

時〔７０〕，删去如此重要的“密書”，大概考慮到此書會在順帝一朝

出版，自己又曾撰寫詔書詆毁順帝而牽涉進文宗與順帝的爭鬥

中，一己著作中容易挑起紛爭的文字都予以删除，這符合了■集

相對謹慎的政治態度，也可避免再次捲入旋渦。馬曉琳指出■

集考慮到在順帝一朝，朝野對張珪一家的功過仍没有定評，而且

張氏家族之死還是一樁冤案，因而把“密書”一段删去〔７１〕。從

■集三篇即位詔的背景、内容及“密書”在《道園學古録》中的處

理方式來看，大都文人官員的身不由己於兹可見〔７２〕。■集歸隱

江西後創作的《次韻陳溪山椶履》説：“憐我涉世深，垂誡不待

造。兢兢歷淵冰，縮縮奉師保。時行不違矩，庶慊歲年老。”〔７３〕

是他回望過去三十年在朝廷工作的總結。身爲監察御史的蘇天

爵並没有此顧慮，藉《元文類》書寫文宗朝對甘麻剌一系（特别

是泰定帝）的評價，寓褒貶於選篇裏，而泰定帝的即位詔在卷九

“詔赦”的缺席恰好與以下描寫英宗朝拜住的篇章作一對比。

《元文類》卷十二編入袁桷《丞相拜住贈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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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住）斥聚斂之臣，以靖四表；誅黷貨之徒，以正庶

官。……天下望其治平，朝廷以之模楷。然盡言招過，憸謀

愈深，選賢與能，奸黨滋懼，變成肘腋，禍起股肱，山嶽動摇，

日月昏翳，雖元兇正罰，足明朕心……〔７４〕

謂其正義具謀略，惜被奸黨（即擁立晉邸之謀臣）所害。編録在

卷二十四的元明善《丞相東平忠憲王碑》更明確指出拜住在朝

中之升降起跌：

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合馬、桑葛也之二罪魁，孰與並立，

良相之去朝也宜矣。〔７５〕

蘇天爵藉大都文人撰寫的篇章串聯中後期政局，以對比寓諷刺，

表現朝廷的政治風向與及選集的批判精神。大都文人因職務之

關係而牽涉入權鬥中，他們所面對的生活壓力可從《元文類》的

詩選部分觀之。

　 　 （三）美刺並重的詩學傳統

卷九“詔赦”的編排體現了蘇天爵寓褒貶精神的編纂宗旨，

沿此思路探索《元文類》詩選部分，蘇氏選詩重點呈現大都文人

在公私兩方面的困局：既質疑一己在朝中推廣儒家理念的成

效，及反思作爲文人官員“位卑力莫及”之歎。入選詩歌無論是

以婉轉筆法寫南坡之變，還是寫頌聖隨扈，或是抒發個人對朝廷

生活之感慨，都是以合乎“雅製”的方式表達之。選詩從各個方

面記録大都文人的心理變化，褒貶精神實貫穿其中。

南坡之變的發生爲中後期政局的轉捩點，詩選部分寫及南

坡之變的作品都極其委婉，以■集詩爲重。其《榆林對月》收録

於卷三〔７６〕，是詩在《道園學古録》題爲《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榆

林對月》〔７７〕。至治壬戌即至治二年（１３２２），翁方綱將是詩繫於

此〔７８〕。然而，至治二年夏，■集身處南方。■詩應繫於至治癸

亥三年（１３２３），即寫於南坡之變後。這裏試從■集在江南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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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説明之。延祐六年（１３１９），■集父親■汲去世，集奔喪江西

臨川。至治二年（１３２２），於池口與其老師吳澄（１２４９—１３３３）會

面，同往金陵〔７９〕。是年，往吳郡祭祖〔８０〕。集還在吳時，元廷任

命他爲國史院一員，拜住遣使者往蜀、江西、吳等地召他回朝，惜

未能聯繫上〔８１〕。至治二年六月，趙孟頫（１２５４—１３２２）去世。集

在其撰於至治二年八月四日的《題趙子昂書過秦論真迹》説：趙

去世之後的第五十日，集與友人同在吳郡一同欣賞趙書〔８２〕。可

見於至治二年的夏天，他並不在北方，編纂《道園學古録》時，大

概曾把《榆林對月》改爲《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榆林對月》，標明

年月，以免致亂〔８３〕。袁桷《秋闈唱和》指出至治三年（１３２３）八

月十五日，他與■集等同在榆林驛。準此，本文將■詩繫於至治

三年八月十五日，即南坡之變發生後的第十一日，是詩可説是大

都文人的切身感受，值得重視。

《元文類》卷三收録的■集《榆林對月》，全詩如下：

日落次榆林，東望待月出。大星何煜煜，芒角在昴畢。

草樹風不起，蛩蜩絶啁唧。天高露如霜，客子衣盡白。羸驂

齕餘棧，嫠婦泣空室〔８４〕。行吟毛骨寒，坐見河漢没。驛人

趣晨征〔８５〕，曈曈曉光發。

至治三年（１３２３）八月初四日，英宗與拜住啓程往大都途中被

殺，事發十一日後，■集與其他大都文人官員在榆林驛獲悉此

事，忐忑不安。袁桷爲《秋闈唱和》寫的序（撰於 １３２６ 年）回顧

了這樁往事：

至治三年（１３２３）八月十五日，乘驛騎抵榆林。於時，

善之（鄧文原，１２５９—１３２８）祭酒、仲淵（李仲淵）學士、伯生

（■集）、伯庸（馬祖常）二待制同在驛舍，傷感增悵。今忽

同校文於江浙，因述舊懷。〔８６〕

袁桷於 １３２４ 年辭官，寫《秋闈唱和》時已不在大都，然南坡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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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大都文人帶來的不安一直縈繞不去。那麽■集在事發後撰寫

的《榆林對月》表現了怎樣的心情？詩的三、四句連用兩個星宿

意象：“大星”一般指傑出之士，在南坡之變的背景下，此處指拜

住；“昴畢”位處冀州上方，意即皇城〔８７〕，這裏暗寓英宗。兩句

指英宗和拜住之英明就如天上星宿〔８８〕。二人之離世讓詩人感

到不安：自然界一草一物都爲之惋惜而沉寂（五、六句），既明且

冷的夜星照在露水與詩人白衣上（七、八句）〔８９〕，“白”讓人聯想

到喪服。接下來，詩人用兩個意象寫哀痛落寞———就如羸驂回

到破爛之馬棧與嫠婦之空歎無助。意象的縱横交錯讓詩人的情

緒積澱，繼而表現在第十一句“行吟毛骨寒”的總體感受裏。詩

人除了恐懼，還有對朝廷叛逆者的行爲感到無可奈何，大概只可

以“坐見河漢没”，此句既指夜色將盡，也指“大星”、“昴畢”的

消逝。《榆林對月》描述的榆林景色和詩人的心理狀況成功表

現了當時大都文人的不安與恐懼。

《榆林對月》是否可稱爲“雅製”？“雅”指向措辭典雅，表

現一種中正平和的情感〔９０〕。詩歌之典雅一般也以用典的方式

呈現，詩人化用前人詞藻與句子，可使詩句具古典意藴〔９１〕。■

詩用典不多，除“昴畢”一詞出自《漢書》外，還有第七句“天高露

如霜”可聯繫《詩經》“白露爲霜”的意境。全詩只用了“泣”和

“寒”直接言情，其餘部分則較爲平實含蓄，婉轉地以兩條脈絡

塑造憂鬱氣氛，■集把哀傷之情化爲第五至第十句的情境，並把

情緒統攝在第十一句中。另一條脈絡則以第三、四句的星宿通

過“比”的方式構成：星光（英宗與拜住）照在露水與客子衣服

上（七、八句），由反照之白色喻君臣的純淨無暇，最後以曙色初

現，星光漸褪暗喻二人之離世（十二、十四句）。星光的出現與

消逝委婉道出英宗與拜住人生之起跌。這種委婉含蓄的表情方

式恰到好處，與當代同題作品相比，■集這首詩確實較爲“典

雅”，符合上文所論蘇氏的詩學見解〔９２〕。

蘇天爵又選入■集《沉沉行》〔９３〕。前四句寫大漠風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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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去年八月羽書急，婦女上城小兒泣。今年八月天子來，身

屬橐鞬月中立”的意義並不明確，連寫“八月”可能指向兩種情

況：一、緊扣南坡之變的背景。先營造去年八月緊張之氣氛，

再以婦兒逃難側寫英宗朝之動蕩；末二句的突轉寫及當朝泰定

帝英姿焕發的神情。二、或將後四句聯繫至文宗朝。致和元年

（１３２８）七月，與南坡之變有密切關係的泰定帝崩於上都，是年

九月，天順帝在上都繼位，在位僅一個月便去世，文宗倉促在大

都繼位（第一次登基），後來其兄長和世■（明宗）回朝，文宗讓

位，然明宗在位七個月便去世，文宗於天曆二年（１３２９）八月在上

都再次登基。大概第二種情況較爲接近■詩的寫作背景，因他與

文宗關係密切，又曾替文宗撰寫即位詔批評泰定帝繼位之非法

性，■詩最後兩句詮釋爲威風凛凛的文宗應較爲合理。就此而

言，這首詩表現了■集的政治取向。結合《元文類》的文選與詩選

部分看大都文人的生活，一個相對立體的詩人形象便能呈現。

《元文類》的文學價值在於强調美刺並重的精神。除了注

重那些體現大都文人對時局關注的詩歌外，蘇氏並不忽略頌聖

之作。他爲翰林直學士宋褧（１２９４—１３４６）寫的《宋翰林文集

序》曾説：“昔者仁皇（仁宗）開設貢舉，本以敷求賢才，作興治

化。今觀累舉得人之盛，或才識所長裨益國政，或文章之工黼黻

皇猷，議者不當盡以迂滯巽懦詆訾之也。”〔９４〕仁宗於延祐元年

（１３１４）重開科舉，廣招賢士，蘇氏言於此治世，頌詩亦無不可。

中後期大都文人在治世下的回響也見於《元文類》。卷七編入

袁桷《和周待制朝迴詩韻》（其二、其三）和■集《朝迴和周待制

韻》。周待制即周應極（字南翁），仁宗即位時遷集賢院待

制〔９５〕。三首作品都是以宫廷詩的文學傳統出之：描寫仁宗朝

宫廷盛大儀式，寫樂官吹奏、侍臣移扇，如“三十六竽吹鳳皇，九

重春色絢天光”（■詩首二句），“雉尾高張擁玉皇，彤庭金榜粲

明光”（袁詩其二·首二句）；用典以求詩之雅，如“卿雲微動旌

旗煖”（■詩第三句）化用杜甫《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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旂日暖龍蛇動，宫殿風微燕雀高”句意〔９６〕，“舞階飛絮呈滕六，

執鈗傳臚轉阿香”（袁詩其二·三、四句）以神話傳説雪神與推

雷車之女神寫宫殿内外之景；最後以詩人自謙作結，“小臣職在

歌功德，拜手陳詩對日長”（■詩七八句）及“侍臣誰近前階立，

願紀堯年化日長”（袁詩其二·七八句），通過自謙從而頌揚仁

宗之德行與其任用賢臣之舉。此三種寫作手段既使詩歌典雅，

而又符合宫廷文學的創作傳統〔９７〕。

《元文類》的文學價值除了肯定美刺的詩學傳統外，更由此

傳統中帶出大都文人官員在朝中推廣儒家理念時的矛盾心情。

南坡之變後，泰定帝爲籠絡朝中文人官員，實行調和政策，於泰

定元年（１３２４）重開經筵，由文人官員向皇帝進講儒家思想〔９８〕。

《元文類》卷七收録王士熙的《寄上都分省僚友》（兩首）卻道

“腐儒無補漫獨坐，故人不來勞寸心”（其二）〔９９〕，該如何理解腐

儒一義？卷三十九編入■集在泰定四年（１３２７）撰寫的《書經筵

奏議稿後》，述及在泰定帝一朝舉辦經筵四次，中後期大都文人

吳澄、曹元用、馬祖常、鄧文原等都曾參與其中，■文記録翰林學

士趙簡的懊惱：“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

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虚文乎？”■卻認爲泰定帝必定把經筵聽講

之事放在心上，因爲泰定帝“又欲方册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楮

爲帙，刻皮鏤金以護之”，■最後以勉勵的語氣説能够恭敬地做

好經筵的工作便完成責任〔１００〕。■集所言，當然是他在其公共

領域所作的努力，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群大都文人是如何看

待一己在朝廷的位置。《元文類》卷五有■集的《送孟修兄南

歸》，詩寫送友歸江西臨川，末云：“明年乞身向天子，共讀父書

歌太平。”〔１０１〕■欲辭官，原因除了臨川乃其故鄉外，大概還有他

在朝中所受的壓力。袁桷曾經這樣形容■集：“在德良自防，居

屯詎爲折？”〔１０２〕在朝中做事要步步爲營，碰到違背道德價值之

事該如何面對？只管做好朝廷下達的要求？翰林學士趙簡期望

經筵可爲朝廷帶來實質的轉變，■集卻説做好本分便是，似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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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大都文人看清了在元廷做事的限制〔１０３〕。《元文類》卷七録袁

桷《無題次伯庸韻》四首，伯庸即翰林待制馬祖常，袁桷自況“白

髮詞臣兩耳垂”（其四）〔１０４〕，大都文人在朝中生活久了，然未可

一展抱負，馬祖常《寄鄉友》（編入卷五）説：“莫戀官家有俸錢，

長年作客心如束。”〔１０５〕其作客心情也體現在卷三的《書上都學

宫齋壁》中：

齋居芹宫旁，永日少人迹。清心慕古躅，簡編頗紬繹。

徒自傷迷民，位卑力莫及。苟禄亦可羞，吾將反蓬蓽。〔１０６〕

馬祖常反思其朝中生活。首句以“芹宫”代指學宫，把《魯頌·

泮水》的古典氛圍帶進詩裏〔１０７〕；然而，這個上都學宫並非如西

周時的學宫那樣熱鬧非常。馬祖常以詩人的道德感作爲描寫主

綫，用平淡語調訴説理想之幻滅，爲民衆所受之苦而歎息，既寫

不欲尸位素餐之心情，又表達無道則隱的無奈。詩將怨憤之情

消退，最後塑造一己的道德形象。聯繫元代中後期的政治背景，

是詩深刻反映文人面對的生活困局。令馬祖常慚愧的是，作爲

受薪的文人官員，在政治上無可作爲，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上都

學宫裏寫詩聊以遣懷。詩意深刻而表現含蓄，合乎雅的表現方

式。這首作品進一步説明在元代中後期的政壇，文人官員只需執

行命令，■集在《書經筵奏議稿後》所説的，其實乃是通達之理。

《元文類》的歷史與文學價值藉著文選與詩選的結合而得

到呈現，蘇天爵以大都文人群體與南坡之變的關係爲編纂重點，

寓美刺兼備的文學傳統。就此而言，蘇氏與大都文人群體的文

學見解是一致的，“因詩以寓規諫”是他們共同秉持的寫作

宗旨〔１０８〕。

三、 《元文類》的詩選在元代中後期
大都文壇上的示範意義

　 　 爲了進一步揭櫫蘇天爵選詩的示範意義，這節我們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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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類》與元代兩部選集：傅習、孫存吾《皇元風雅》和蔣易

《皇元風雅》，三部選集都刊行於元代中後期〔１０９〕。元末孔齊《至

正直記》（序於至正二十年，１３６０）謂“國朝文典”包括《元文類》

與《皇元風雅》，雖然未能確定後者是指傅、孫選本或是蔣氏之

書，但可知的是文學選本在元代當世已受重視〔１１０〕。相較下，

《元文類》是面向國家精英的選本，地方上的詩歌幾乎找不到蹤

影；傅習、孫存吾選本則表現對地方詩人的重視，蔣易選本著重

選録詩人刻畫生命感悟的詩歌。這部分的比對，可以突顯《元

文類》以國家傳統爲重的特點，藉大都文人“雅製”詩歌來傳承

儒家的文學觀，在元代中後期詩壇具有鼓舞學者和團結大都文

人群體的示範意義。

　 　 （一）“隨得即刊”的朝野群英詩歌：傅習、孫存吾《皇元

風雅》

　 　 傅習、孫存吾《皇元風雅》（■集序於 １３３６ 年）在《後集》目

録後有出版者杭州勤德書堂的“啓示”一則，謂此本乃“求名公

詩篇，隨得即刊，難以人品年齒爵秩爲序，四方吟壇士友，幸勿責

其錯綜之編，倘有佳章，毋惜附示”〔１１１〕。這裏有三點值得注意：

一、詩歌隨得即刊；二、没有特定的作者群，不以人品、年紀、爵

位、職級來編列；三、選本讀者群的定位是普通文人大衆。傅

習、孫存吾二人的生平資料極少，只確知他們分别來自清江和盧

陵（今之江西），四庫館臣謂：“（此本）所録江西人詩最多……首

尾頗無倫序。”〔１１２〕因爲地緣關係，傅、孫以江西詩人作品爲重

點，對照選集内容，其實還有其他地方詩人作品。由於是編没有

特定的編纂原則，且側重於個别地方詩歌，因而予人編次無序、

選詩不均的印象〔１１３〕。勤德書堂位處杭州，而杭州自南宋以來

就是全國的出版中心，書籍刊印相對便宜，更擁有大量讀者

群〔１１４〕。如果從書商的角度去考慮勤德書堂具宣傳作用的“啓

示”，正好説明此選本的編纂和發行，面向的是普通文人大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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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士大夫群體，傅、孫的編纂大概不在體現什麽詩學見解，而是

以紀實的方式收録詩歌。

《皇元風雅》分爲前集 ６ 卷、後集 ６ 卷。全集選詩最多者爲

後集的陳野雲（生卒年不詳）３１ 首，次爲前集的趙孟頫 ２５ 題 ３０

首、范德機 ２７ 首、■集 ２０ 題 ２６ 首、楊載 ２１ 題 ２４ 首、揭傒斯 ２４

首、鰧玉雪 １４ 題 １９ 首，還有大部分生平不詳的地方詩人。選本

編入趙、范、■、楊、揭等當世已有名的大都文人詩歌〔１１５〕，這是

否意味傅、孫選《元文類》具有延續儒家文學觀念的意識？本文

并不這麽認爲。試從以下幾個角度言之。

選本内文有小字，謂“奎章學士■集伯生校選”，此值得商

榷。觀乎選本收録大量口語化的詩歌，與■集崇尚“言淡意深”

的詩學觀念相違〔１１６〕。■《皇元風雅·序》云：“清江傅説卿行四

方得時賢詩甚多，卷帙繁浩，廬陵孫存吾略爲詮次，凡數百篇，而

求予爲之題辭……（■集詩）則在所不足録云。”指出孫氏選詩，

並謙稱己詩不足録。如果■集曾校選，在選本的體例上應有更

恰當的處理。已標明“隨得即刊”的《皇元風雅》，其前集和後集

“詩人名目”的處理並不統一，前集只列出詩人名稱，後集則大

體以“詩人名稱 ＋官職 ＋籍貫”的方式安排。後集編入文人官

員作品，或如■序所言，乃是爲了使朝廷制作流於民間〔１１７〕，不

過，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皇元風雅》藉著■序和文人官員作品

以提升選本的文學價值，以便銷售。後集在目録前刻有大字

“皇元朝野群英姓氏”，將朝中文人與地方詩人並列，是爲了增

加地方詩人的地位與名聲〔１１８〕。在後集中可以見到如此隨意的

編列：卷一列有官職的地方詩人“吳養浩，儒學提舉，饒州人”，

“祝直清，儒學教授，上饒人”；再次地方詩人“上官伯圭，安仁

人”，“祝元美，上饒人”，“周鈞山”，“李仲公，安仁人”，又回到

具官職的詩人“梁彦中，儒學提舉”，“夏誠中，安仁人”；其後接

著羅列一衆來自江西上饒的地方詩人。卷二列“薛宗海，國子

助教”，“黄晉卿，同知”，“李坦之”，“范約莊，杭州人”，“胡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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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永康人”，“戴祖禹，越人”，“鄧牧心，杭州人”等。將朝、野詩

人夾雜，而各首詩歌的題材、内容、風格都有著差異。綜合以上

各點，《皇元風雅》難以説成像《元文類》般具有延續儒家理念的

編纂原則，只是一部羅列“朝野群英”的詩歌選本，其中又側重

於地方詩人作品。

前集方面，入選詩歌以思索人生價值爲主題，如“何事江湖

人，山林未成願”（趙孟頫《張簷事遂初亭》）〔１１９〕；寫“詩書吾所

好，農圃也須明”（揭傒斯《寄題胡氏園趣亭》）〔１２０〕來表現自適

的生活；選集中也有較爲少見的主題，如宫廷生活的描述，“朝

廷禮樂須制作，六經隱義資發蒙”（范梈《奉寄翰林鄧侍

講》）〔１２１〕。選集重點還是在於地方詩人作品，但入選的地方詩

人不少都生平不詳，作品的藝術價值普遍不高。反映現實的民

衆生活的詩作，例如：

舉頭見新月，低頭過新年。新年幾回新，新月幾度

圓……〔１２２〕

鏡是何年鑄，我是何年生。朝朝長見面，相對如兄

弟……〔１２３〕

詩句用字淺白，都是寫人生之出處與無常。下面的例子或含諷

刺，體現平民的生活憂慮：

征戰幾何餘百骨，鄉關如此隔青山……滿月黄花一杯

酒，人生何地不開顔。〔１２４〕

民面生黄苦憔悴，縣不申聞郡不知。〔１２５〕

傅、孫《皇元風雅》的詩歌内容多以民生爲題材，俱有紀實之意，

反映各地方詩人關心的議題，有别於《元文類》以理想大都文人

群體作品爲主的嚴謹選擇。

　 　 （二）“朝廷與山澤”的個人情感：蔣易《皇元風雅》

　 　 蔣易編纂《皇元風雅》的原則在於詩歌“義禮之中而不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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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之正”（１３３７ 年自序），把朝廷公卿大夫和山林閭巷布韋之詩

歌編列在一起：卷一至卷四及卷二十乃理學家詩歌，寫人生哲

理。卷五至卷十八是延祐至順文人官員詩。卷十九以戰爭描寫

爲主。卷二十一輯録遺民詩人作品，文天祥《正氣歌》、杜本及

謝枋得《示兒》等。卷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編入各地方詩人詩作。卷二十七有道士詩、劉辰翁、蘇壽（蔣易

的老師）。卷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爲雜篇〔１２６〕。

蔣易輯録不少元代中後期大都文人官員的作品，不過，選本

並没有相關中後期政局或與南坡之變有關的詩，其中有頌聖與

描寫宫廷生活的詩，但編者更著意於選録反映文人官員的失落

與孤獨的作品，例如寫滯在京師而歸家不得：

幾年留滯客京師，每憶江邊話别離。落魄已甘心似鐵，

蹉跎無奈鬢成絲……〔１２７〕

城中車馬多於雲，載酒問字無一人……落紅滿地送客

去，十年不見江南春。〔１２８〕

閑愁一萬緒，强半是思家……京城豈不戀，其奈故

園賒。〔１２９〕

或寫强烈的孤獨感、蹉跎歲月之歎：

平生一杯酒，及此慰飄零。〔１３０〕

客裏光陰遽如許，人間歧路正茫然。〔１３１〕

這部分詩歌是蔣易《皇元風雅》獨有的部分。

卷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編入各地方詩人

作品。每位詩人都列明籍貫，詩歌題材廣泛，例如卷二十四“武

夷彭炳”《青藜》寫“人心如海水，世路有風波”〔１３２〕；卷二十五

“泗水陳新甫”《思親都下與愛兒夜半聞歸雁作》“江城此夜正春

雨，獨倚欄杆心到家”〔１３３〕，用字平白如話，並不以藝術技巧取

勝，直截了當表現地方平民的生活壓力。可惜的是，這些詩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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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露，刻畫不够細緻。蔣易《皇元風雅》並没有受到明清詩評家

的重視。相對傅、孫《皇元風雅》，蔣氏選本較爲關注文人官員

那種厭倦官場留滯太久，又歸鄉無期的感歎。

　 　 （三）上本風雅：《元文類》選録大都文人群體詩的文化

意義

　 　 從上所論，元代中後期的兩部選集都有不同的側重點。傅、

孫《皇元風雅》以地方詩人爲重，蔣易《皇元風雅》則以詩人個人

化的生活爲本，準此，兩部選集題中的“風雅”可理解爲廣義的

“詩歌”。另一方面，“風雅”作爲文學批評術語，其意義指向

“風”與“小雅”，即美刺兼備之意〔１３４〕。由此角度切入，《元文

類》確實可譽爲上本風雅的國朝文典，它在編纂原則、詩歌選

録、選本内容三方面都比其餘兩部選本更具深意，以美刺兼備的

形式呈現大都文人對時局的關注。下面試從元代中後期的文化

格局及兩部《皇元風雅》的編纂意義看《元文類》的價值所在。

蘇天爵選録“雅製”的大都文人詩歌給予時人一個正面的

文學範式，此範式代表著這個以國家精英爲主的作家群體重視

美刺的文學傳統。《元文類》以大都文人官員的詩總括延祐至

順詩風，其列出的代表詩人計有■集、馬祖常、袁桷等。這些詩

人都是當世著名的文人官員，其詩歌範式對時人來説具有“鼓

舞學者”的作用〔１３５〕。其主要原因在於“雅製”詩代表朝、野之

别。元代中後期的“雅製”詩以含蓄的用典，表現中正平和的情

感，又把古典氛圍帶入詩裏〔１３６〕。它是肯定文人身份、地位、學

養的一個標準，而這個體式的作者群大部分供職於大都朝廷；即

是説，文人如要聯繫大都文人群體，最理想的途徑就是創作“雅

製”詩歌，從而得到群體内部文人的認可〔１３７〕。蘇天爵列舉的代

表詩人，非祖籍大都，他們或通過引薦、科舉等方式進入朝廷。

文人可以通過一己之努力，達仕途高峰。就如薩都剌《芒鞋》所

言“南人求名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遷”的情況，寫作“雅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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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是進入大都文壇的途徑〔１３８〕。大都文人群體的“雅製”詩盛行

於延祐至順間，這段時期剛好是科舉重開之時（共六科，１３１５ 年

至 １３３０ 年）。由外地進入大都的士子，看到由元廷和馬祖常倡

導的“崇雅黜浮”的科舉取録標準，讀到風厲天下的“雅製”詩，

大概會追尋它所背負的“斯文”意義，繼而嘗試創作。元代江浙

等處儒學提舉司曾寫及《元文類》在西湖書院的開雕緣起，謂是

書：“雖文字富於網羅而去取多關於政治，若於江南學校錢糧内

刊板印行，豈惟四方之士廣其見聞，實使一代之文焕然可述

矣。”〔１３９〕就“四方之士”這個層面來説，《元文類》編入■集、馬

祖常、袁桷等人的“雅製”詩，便具有正面的示範意義了，因爲後

學可以通過閲讀而了解當世文壇的創作風尚，並加以學習。包

弼德（Ｐｅｔｅｒ Ｂｏｌ）指出選集的作用是將值得推介的文章保留下

來，以備後學藉選集中的標準來衡量他們自己的創作〔１４０〕。在

《元文類》中，大都文人的“雅製”詩具美刺兼備的特質，而又與

傳統的儒家文學觀念（中正平和的情感）相符，這使得元代中後

期的“雅製”詩成爲延祐至順詩風的代名詞，蘇天爵在《書吳子

高詩稿後》更形容此時的文人官員詩歌爲“雅正之音”，從此影

響著後世對元詩的評價，《元文類》實在有其不可磨滅之功。

《元文類》的編纂建構了詩人的鮮明形象，通過與南坡之變

的叙述，把入選詩人置於一個道德境地，從而確立了理想大都文

人群體作爲承繼儒家思想的代表。這裏從三部選本的比較説

去。傅、孫《皇元風雅》編入大都文人詩歌的原因是爲了提高選

本的文學價值，蔣氏《皇元風雅》的重點體現“朝廷與山林”之士

的“性情”和大都文人的失落與孤獨的詩歌。拿以上兩部選本

比對《元文類》的詩選部分，可知兩部《皇元風雅》都忽略了大都

文人在元廷中負“斯文”之任的特殊意義。大都文人官員以國

家傳統爲本，地方文人則以個人生活爲主綫。蘇天爵爲監察御

史，以官方身份描述中後期的大都文壇，尤其專注於“雅製”詩

的編列與南坡之變、中後期政局的關係，即是説他既放棄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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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風的描述，又不以呈現完整的“元詩史”爲目的，而是要記録

大都文人群體如何以詩歌繼承《春秋》的批判精神，並完成延續

漢文化傳統的目的。

蘇天爵選録美刺兼備的大都文人詩，説明元廷對文學創作

持相對寬容的藝術精神。元廷對書籍出版有嚴格規定，書稿必

須經中書省審核，批准後才可付梓〔１４１〕。《元文類》在官方資助

下於西湖書院出版，既讓時人看到蘇天爵的膽識與堅持，也讓南

人看到大都文人群體，特别是南人官員如何在蒙古貴族的爭鬥

中秉持儒家理念，就這個層面來説，《元文類》的詩選標示了一

個開放的寫作空間，文人可以參與其中並暢所欲言，而不怕受到

政治牽連〔１４２〕。蘇氏的一生都是以承傳斯文、明時政得失爲目

標，其《奉酬見寄清製元韻敬賀致政榮歸惟面同一捧腹》有云：

三入詞林官太史，年年載筆立宫門。欲明得失裨時政，

獨歷清華荷國恩。天上玉堂勞夢想，禁中金櫃有書存。鄉

閭故老風流在，爲教衣冠後世孫。〔１４３〕

謂身在大都史館任職，乃國家精英身份的呈現，而議政、治國之

道應以歷史典籍爲本，最後指出承傳“斯文”於後世的理想。蘇

天爵這首七律裏的文化意涵，恰好是其編纂《元文類》的最佳

注腳。

四、 結　 　 語

嚴謹的編纂態度與政治寓意使《元文類》達到很高的水平，

然而，明清學人研讀此書卻有不同的側重點。他們多從史料角

度使用《元文類》一書，文人别集和類書等的版本校對、補遺、補

■、訂正都以蘇氏選本爲重。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夏之蓉

（１６９７—１７８４）、張大受（１７１１ 年前後）則從藝術角度切入，謂

《元文類》的文選與姚鉉《唐文粹》、吕祖謙《宋文鑑》鼎立而

６１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一期）



三〔１４４〕。黄宗羲更指出姚燧、■集之文章乃元之代表，足與唐之

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相匹〔１４５〕。就本文的論述重心而言，

《元文類》所引■集的三篇即位詔書，已可見其書寫廟堂制作之

功力，翁方綱（１７３３—１８１８）謂：“■文靖公承故相之世家，本草

廬之理學，習朝廷之故事，擇文章之雅言，蓋自北宋歐、蘇以後，

老於文學者，定推此一人。”〔１４６〕意謂■集重視儒學傳統、文學傳

統與典雅文辭的運用，這與元代中後期文壇“崇雅黜浮”的寫作

標準相稱，■集作爲此時期的代表，蘇氏又選入■的代表文章，

無形中提升了《元文類》文選部分的文學價值，這也是清人肯定

蘇氏選本的原因。

《元文類》是詩文合輯，其文選的文學價值已爲清人肯定，

相較下，詩選部分大多爲人忽視。考之文獻，只有清人王昶

（１７２５—１８０６）從“以詩證史”角度譽蘇氏之選詩：

古人選詩者有二，一則取一代之詩，擷精華，綜宏博，并

治亂興衰之故，朝章國典之大，以詩證史，有裨於知人論世，

如《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所載之詩與各史相爲

表裏者是也。〔１４７〕

《元文類》詩選寄託了深刻的政治寓意，體現了王昶所言“以詩

證史”的效果。不過，蘇氏詩選的文學價值，諸如中後期大都文

人追求含蓄委婉的表現手法、延續宫廷詩的典雅風格、發揚美刺

並重的詩學傳統卻没有得到後人肯定。或許與元詩在明清詩學

中的位置從來都是依附在唐宋詩之爭的論述有關。論元詩者常

以唐宋詩爲參照點，先貶低宋詩之價值，繼而指出元詩近唐卻不

足爲法，例如李東陽（１４４７—１５１６）謂：

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顧元不可爲法，

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修、■伯

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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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列於第三等（名家）之列〔１４９〕。胡應麟（１５５１—１６０２）《詩

藪》則從律詩角度評元詩：

元人專務華而離實……觀律體於五季宋元，而知律之

無出唐也。〔１５０〕

概括元詩有“肉盛骨衰，形浮味淺”的缺點〔１５１〕。元詩文學價值

之發揚有待王士禛（１６３４—１７１１）《古詩選》標舉吳萊、■集之古

詩，及顧嗣立（１６６５—１７２２）窮半生之力始成的《元詩選》。顧嗣

立在《寒廳詩話》指出：

延祐、天曆之間，風氣日開，赫然鳴其治平者，有■、楊、

范、揭，一以唐爲宗，而趨於雅，推一代之極盛，時又稱■、

揭、馬、宋。〔１５２〕

以“雅”總評元代中後期詩風。追本溯源，自蘇天爵《元文類》標

舉“雅製”及在《書吳子高詩稿後》歸結“雅正之音”的論點後，

元詩的文學價值才能在顧嗣立的編纂與論述下走出唐宋詩之陰

影，確立自身面目。本文以蘇天爵的《元文類》及其編纂原則重

新闡釋元代中後期詩的文學價值與藝術特點，指出大都文人堅

守儒家文學觀念及美刺傳統，以“雅”作爲標準書寫政事與生

活，其運用的藝術表現手法絶不亞於唐宋詩人〔１５３〕。《元文類》

作爲詩文合輯，有嚴謹的編纂理念，重要價值在於其“文史兼

備”的特質；中後期文人通過是書，不但從鑒賞中看到時賢的文

學創作特點，更可從作品中見出他們對時政的批判，及因爲中後

期的混亂政局而引發詩人如何回應人生出處等問題。就此而

言，《元文類》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讓我們了解元人的心態，實

在值得仔細研讀。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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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頁 ３。）至順二年（１３３１），蘇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後回到大都，遷監察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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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孫克寬：《元儒蘇天爵學行述評》，《東海學報》６：１ （１９６４． ０６），頁 ５５—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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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Ｈｓｉａｏ Ｃｈｉｃｈｉｎｇ，“ＭｉｄＹｕ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 ５３６．

〔６１〕　 Ｉｂｉｄ．，ｐ． ５３５．

〔６２〕　 《元文類》卷九，頁 １５—１６。

〔６３〕　 同上書，頁 １６。

〔６４〕　 同上書，頁 １８—１９。

〔６５〕　 歐陽玄：“至治天曆，［■］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册、公卿大

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贈言，

如獲拱璧。”《雍■公文序》，《道園類稿》，頁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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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道園學古録》卷二九，頁 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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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ｐｐ． ５６ ５７． Ｃｈｏｗ Ｋａｉｗ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 ３４．

〔１１５〕　 陶宗儀：“故國朝之詩，稱■、趙、楊、范、揭。”《南村輟耕録》（北京：中華書

局，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頁 ５０。

〔１１６〕　 ■集《送熊太古詩序》：“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夫衒鬻之場，多

識而博援，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道園學古録》卷五，頁 １７Ｂ。

〔１１７〕　 ■序言：“京師朝廷之制作，或不盡於民間，山林之高風，必不俯於流俗，以

詠歌爲樂者，固嘗病其不見也。”

〔１１８〕　 前集僅刻有“皇元風雅群英姓氏”，頁 ２、５２。

〔１１９〕　 《皇元風雅》，前集卷一，頁 １１。

〔１２０〕　 同上書，前集卷四，頁 ３１。

〔１２１〕　 同上書，前集卷五，頁 ３８。

〔１２２〕　 上饒人王子東：《新春新月》，收入《皇元風雅》，後集卷 １，頁 ５９。

〔１２３〕　 熊澗谷：《覽鏡》，收入《皇元風雅》，後集卷 ４，頁 ８３。

〔１２４〕　 楊原巖：《九日過大勝關宿黄坡小飲》，《皇元風雅》，後集卷一，頁 ６０。

〔１２５〕　 黄君瑞：《蕨萁歌》，《皇元風雅》，後集卷三，頁 ７０。

〔１２６〕　 蔣易：《皇元風雅》，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據北京圖書館藏元建陽張氏梅

溪書院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頁 ２—３。

〔１２７〕　 楊載：《懷應中父》，收入蔣易，《皇元風雅》卷五，頁 ４５。

〔１２８〕　 薩都剌：《訪揭曼碩秘書》，收入蔣易，《皇元風雅》卷一三，頁 １０３。

〔１２９〕　 揭傒斯：《和族子京城客思》，收入蔣易，《皇元風雅》卷一五，頁 １１２。

〔１３０〕　 黄■：《陪仇先生登石頭城》，收入蔣易，《皇元風雅》卷一六，頁 １２４。

〔１３１〕　 吳師道：《和黄晉卿客杭見寄》其二，收入蔣易，《皇元風雅》卷一八，頁 １３６。

〔１３２〕　 《皇元風雅》卷二四，頁 １７３。

〔１３３〕　 蔣易：《皇元風雅》卷二五，頁 １７５。

〔１３４〕　 葛曉音：《從詩騷辨體看“風雅”和“風騷”的示範意義———兼論歷代詩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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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研究的思路和得失》，收入氏著《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頁 １４７—１５１。

〔１３５〕　 釋來復（１３１９—１３９１）《蜕庵集·序》謂：“至若德機范公之清淳，仲弘楊公之

雅瞻，伯生■公之雄逸，曼石揭公之森嚴，更唱佚和於延祐、天曆間，足以鼓

舞學者而風厲天下，其亦盛矣哉。”見張翥：《蜕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２００７ 年），頁 １。

〔１３６〕　 Ｃｈａｎ Ｈｏｎｍａｎ，“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ｙａｚｈｅｎｇ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Ｙｕ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ｉｎ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Ｓｅｒｉｃａ ６２ （２０１４），ｐｐ． ５５ １０９．

〔１３７〕　 這裏相對於同期的地方詩人群而言。元代中後期的東南詩人群，其寫作風

格異於大都文壇以“雅”爲尚的詩風，顧嗣立形容東南詩人群爲“標奇競

秀”、“開闔變怪”。《寒廳詩話》，收入《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頁 ８４。

〔１３８〕　 薩都剌：《雁門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頁 １２。

〔１３９〕　 《元文類》，頁 １—２。

〔１４０〕　 Ｐｅｔｅｒ Ｂｏｌ，“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Ｗｕｚｈｏｕ”，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１． １

（２００１），ｐ． ７０．

〔１４１〕　 陸容：《菽園雜記》卷一〇，《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

版社，２００７ 年），頁 １８Ｂ。

〔１４２〕　 元朝並不見有文學審查之案例，見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Ｊａｙ，“Ｍｅｍｏｉｒｓ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Ｌｏｙａｌｉｓ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０ ｎｏ． ２ （１９９０），ｐｐ． ５８９ ６１２．

〔１４３〕　 《滋溪文稿》，頁 ５２３。

〔１４４〕　 夏之蓉：《答張解元世犖論古文書》，《半舫齋古文》卷四，中國基本古籍庫，

頁 ２９。張大受：《勸學十六條》，《匠門書屋文集》卷三〇，中國基本古籍庫，

頁 ２１９。《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１７。

〔１４５〕　 黄宗羲：《明文案序上》，《南雷文定》卷一，《南雷文定前後三四集》，中國基

本古籍庫，頁 １。

〔１４６〕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９９８］年），

頁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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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　 王昶：《湖海詩傳自序》，《春融堂集》卷四一，中國基本古籍庫，頁 ５６４。

〔１４８〕　 李東陽：《麓堂詩話》，收入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９ 年），頁 １３７１。

〔１４９〕　 以高棅《唐詩品彙》的標準“正宗、大家、名家、羽翼”而言，元詩只能列於第

三等。參見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ｏｈｎ Ｌｙｎ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ｇ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Ｙｕａｎ Ｐｏｅｔｒｙ”，ｉｎ Ｒｏｎａｌｄ Ｃ． Ｍｉａｏ （ｅｄ．），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Ｃ． １９７８），ｐｐ．

３２６ ３２７．

〔１５０〕　 胡應麟：《詩藪》，收入《和刻本漢籍隨筆集》第 １９ 集（東京：汲古書院，１９７２

年），頁 １２６。

〔１５１〕　 胡應麟：《詩藪》，頁 １３７。

〔１５２〕　 顧嗣立：《寒廳詩話》，收入《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頁

８３—８４。

〔１５３〕　 戴燕指出文學選本的功能與價值在於：“可以學習古人的批評經驗，因爲能

從廣泛作品中篩選出作品精華，恰恰由於選編者具有批評判斷的眼光，這

種批評判斷的眼光，也是傳統文學批評中極其精彩的一個内容，它是在作

品閲讀中培養的，又經過鑒賞與創作兩方面的千錘百煉……”《文學史的權

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頁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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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 Ｔｉａｎｊｕｅｓ Ｙｕ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ｂｙ Ｇｅｎ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Ｄａｄｕ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ｈａｎ Ｈｏｎｍ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ａｐｔｉ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 Ｔｉａｎｊｕｅｓ Ｙｕ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ｂｙ Ｇｅｎｒｅ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ｉｔ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Ｄａｄｕ 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ｕ Ｔｉａｎｊｕｅ ｌａｉ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Ｄａｄｕ ａｎｄ ｈａｄ ａ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Ｙｕ Ｊｉ （１２７２ １３４８）ａｎｄ Ｍａ

Ｚｕｃｈａｎｇ （１２７９ １３３８）ｗｈｏ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ｗｅｌｌ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Ｆｉｒｓ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ｗｅ ｗｉｌｌ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ｈｏｗ

ａｎｄ ｗｈｙ Ｓｕ Ｔｉａｎｊｕ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 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ｃｉｒｃｌｅ ｏｆ Ｄａｄｕ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ｉｃｉ （ｐｒａｉｓｅ ａｎｄ

ａｄｍｏｎｉ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ｗｅ ｗｉｌｌ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ｕ Ｔｉａｎｊｕｅｓ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ｂ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ｉｃｉ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Ｙｕ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ｕａｎ ｗｅｎ ｌｅｉ，Ｓｕ Ｔｉａｎｊｕｅ，Ｙｕ Ｊｉ，Ｍａ Ｚｕｃｈａｎｇ，ｔｈｅ

ｃｏｕｐ ｄｔａｔ ａｔ Ｎａｎ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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